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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世界多极化发展及新冠疫情冲击的新形势下，海外人才引进新的机会窗口被打开，但目前已有相关研究与新形势下的实际现状相契合不足。将中美科技竞合发展分为4个阶段，基于中美科技竞合关系变动趋势作出中美科技竞争将会长期存在的判断；研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战略措施，指出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面临人才竞争更趋激烈、人才回流短期内受压制、国际国内人才市场对接受规则制约、市场主体作用发挥有限等问题及挑战；提出中国要抓住后疫情时期海外人才引进新的机会窗口，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好新局，要把握契机、顺应人才共享新形态，加强战略互信、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人才大数据平台、创新人才管理模式，以及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推进多元化引才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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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of China US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 polarization in the world and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a new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overseas talents has been opened. By comb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overseas talent introdu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do not agree with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the world multi polariz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sit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Based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and tren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makes a judgment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exist for a long time, and studie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strategy, tactics and policy adop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China,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s, in order to seize the new opportunity window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overseas talents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 and open a new situation in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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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作为知识、科技等财富的载体，毫无疑问是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带来的是知识、科技的随之流动，而人才流动性大增的背后是人才安全问题的日益严重，人才安全已经危及到中国的国防、经济和科技的安全。近年来在新冠疫情的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环境下，中国的海外人才引进工作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怎样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做好海外人才引进成为人才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1  人才引进相关理论基础和研究现状

1.1  理论基础

人才引进相关理论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目前对人才引进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以从激励理论视角、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视角和创新管理理论视角3个角度概括。激励理论视角相关理论包括需要层次理论、成就需要理论和期望理论等；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视角包括推拉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和归国适应理论等；创新管理理论视角包括开放式创新理论、协同创新理论和平台理论等。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人才引进理论基础框架

1.2  主要相关研究
笔者对海外人才引进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主要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海外人才引进主要研究总结
	学者
	主要内容

	Kevin等[1]
	指出国际猎头公司对高端跨国人才及其流向具有控制作用

	Lies等[2]
	指出欧洲国家人力资源严重短缺，政府应该面向全球人才库进行人才挖掘，保障欧洲能够引进适合自己国家及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人才

	Florid [3]
	认为社会环境是吸引高端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

	刘波等[4]
	用定性研究从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科技人才政策出台背景、内容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回顾

	Murakami [5]
	认为影响科学家移民的关键因素是先进的科技环境

	司林波[6]
	发现人才流动意愿在流动带来的非货币性与货币性收益大于货币性支出和机会成本时会被激发，进而产生人才流动

	Grigolo等[7]
	发现欧洲的学术体系缺乏开放和竞争导致科研人员流失，提出政府应该出台更加有效、优惠、宽松的政策来留住人才和引进人才

	陆道坤等[8]
	认为人才选拔机制和评价机制是人才引进的关键点，引才要从全世界范围进行，不要局限一国一地【遵守出版纪律。后同】

	周建华[8]
	对欧盟和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分析中国在相关政策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

	吴江[9]
	认为建设人才特区就要真正做到在人才引进、管理等方面拥有更加宽松的试验权，允许对现有政策体制有合理突破

	刘国福[10]
	将主要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海外人才引进法律法规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存在过于保守和思想落后等问题

	杨华春[11]
	认为高层次人才引进要短期长期并举，开拓引才渠道，完善人才评价、激励和考核机制

	Xavier等[12]
	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吸引人才的策略进行分析，发现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s)建设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具有重要作用

	韩芳等[13]
	对比中国与欧盟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在此基础上从关系嵌入视角对“千人计划”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后续服务进行了研究

	盛亚等[13]
	对浙江省1996－2015年间科技人才政策变迁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

	顾承卫[14]
	从地方政府层面对海外科技人才引进政策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建议

	孙玉涛等[17]
	以国家“青年千人计划”项目为例，运用Cox 回归模型和KaplanMeier方法对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论为学术能力因子对海外青年学术人才引进决策具有双重特征

	王建华[15]
	发现中国高校学术管理中的“资本”主义趋向与高层次人才非正常流动密切相关

	舒予等[16]
	从实际问题出发，提出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筛选和评价方法

	刘忠艳等[17]
	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在改革开放至2017年间的内容演变和路径进行回溯

	陈杰等[18]
	对广东省1978－2018年的高层次人才政策进行回顾，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并对广东人才政策创新突破提出建议

	韩佳燕等[19]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共现分析法对兰德公司在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的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兰德公司的人才吸引机制由科学的选用、评价、奖励和培养机制共同构成

	朱莉等[20]
	对深圳国际人才引进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张立伟等[21]
	对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科研人才进行调研分析，发现青年人才对工作和科研环境以及未来发展空间更为注重，中老年人才更注重工作的薪酬待遇和稳定性及科研的安全性


1.3   相关研究述评
笔者对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国内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前期相关研究主要建立在对国外典型政策和经验的分析和借鉴之上。第二，国外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做法主要是依赖宽松的科研环境、优越的研究条件，以企业等用人单位为主体，配合积极的人才移民政策“狩猎”全球精英人才。第三，国内学者对海外人才引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引进机制等方面，近年来出现运用定量方法对人才引进的影响因素、人才选拔和引进人才的作用评价展开研究的趋势。第四，国内外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对海外人才引进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一超多强”的单极化世界格局的背景下，研究结果与现有世界多极化发展格局背景及中美科技竞争的现状并不契合，在中美科技竞争环境下怎样做好海外人才引进工作成为新的研究方向之一。

2  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

2.1  中美科技竞合关系的变动及趋势

中美之间的科技竞合关系是不断变化起伏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之间的科技竞合发展可分为4个阶段：
（1）阶段一（1979－1988年）：科技合作起始发展阶段。中美之间科技合作开端的标志性事件是于1979年1月中美签署了《中美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该协定的基础上两国于1980年建立了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每两年在中美轮流召开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共同规划协调中美科技合作事宜，促进双边科技合作发展。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及其会议在中美科技合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截止到1988年12月，中美在大气、农业、计量和标准等20多个领域展开了合作，中国有超过43 000名学者和留学生派往美国进行交流和学习【补著录来源文献】。

（2）阶段二（1989－1999年）：科技合作曲折往复阶段。美国政府于1989年采取一系列措施制裁中国，中美之间大部分科技合作陷入停滞状态。1994年4月和1995年1月，中美分别于美国华盛顿和中国北京召开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两次会议的召开打破了中美科技合作的僵局，两国重启科技领域的合作。1995年时任美国能源部长奥丽瑞访华，1997年原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在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合作。这一阶段，中美之间科技合作由停滞到恢复，虽然中美有数万名科学家参与了交流、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得以开展，但在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上远远未达到与两国地位匹配的程度。

（3）阶段三（2000－2016年）：科技合作健康、有序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转变为“以我为主，平等互利”，中美之间在科技合作的方式和领域上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的程度空前。2000年以来，中美签署了《农业科技合作议定书》（2002年）、《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2008年）、《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2012年）等，为中美科技合作提供了政策指引和保障。2010年建立了中美创新对话，大大推动了两国在知识和技术交流、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扩大了科技合作领域，促进了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4）阶段四（2017年至今）：中美在科技领域由合作转向竞争，并将长期存在。2017年特朗普执政，特朗普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采取提高关税的方式使中美之间陷入贸易摩擦的漩涡，并逐步扩大到科技、人才、教育等领域。美国政府的一系列限制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科技关系的逻辑，终止了中美科技合作的态势，美国对中国科技全面转向遏制型战略喻示着中美进入科技竞争阶段，中美人文交流处于“半脱钩”状态。2020年11月，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强调美国必须在科技发展上保持前沿地位，因此中美在科技领域将继续维持竞争态势。
2.2  美国的科技竞争战略、战术及策略
美国对华科技战略从整体宽松的出口管制战略转向遏制型战略。从克林顿到奥巴马，这个时期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整体趋势是放松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科领域与美国不在同一个层次，美国对中国保持绝对优势，两国拥有了一段双赢的科技发展时期。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迅速提升，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很多方面已经与美国处于同一赛道甚至实现了弯道超车，美国不能继续保持科技上的绝对优势，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在科技上的双赢发展局面遭到全面质疑，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战略就此展开。拜登政府成立至今，通过对其相关主要言论以及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报告不难看出，拜登政府对华在科技领域将继续维持特朗普政府的科技遏制战略。

在科技遏制战略的大环境下，拜登政府将可能采取“小院高墙”战术对中国科技实现精准打击，在关键领域与中国“脱钩”。所谓“小院高墙”，是指美国政府需要确定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研究领域和特定技术（即“小院”），并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即“高墙”），对“小院”内的核心技术，政府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进行封锁；对“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可以重新对华开放。“小院高墙”一方面追求在核心技术上的精准打击，另一方面又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科技遏制态势，既希望得到中国市场和相关利益，又希望达到打击中国高科技的目的。

自特朗普政府施行对华科技遏制战略以来，美国采取了多种策略来实现对华科技的全面封锁，主要包括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员及技术流动、通过司法手段阻碍中国企业正常经营和通过立法管制技术出口、投资及市场等，具体如表2所示。中美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在全球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环境下，中国要实现自主、自强、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积极做好海外人才引进工作。

表2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主要策略

	策略
	措施
	目的与效果

	通过立法管制技术出口、投资及市场
	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2018年）等
	加强对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安全审查，保护美国的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

	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员及技术流动
	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施加额外的关税；修改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签证规定，缩短签证有效期并加强审查
	迫使供应链重组；迫使中美之间“脱钩”，限制中国研究人员在美敏感技术行业工作

	通过司法手段阻碍中国企业正常经营
	将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以“窃取技术或者知识产权”为名起诉中国有关个人和企业
	进一步限制中国及中国企业获得关键技术的能力

	威逼利诱他国围堵中国
	“五眼联盟”及西方主要国家加强对来自中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可能组建科技联盟
	限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渠道，全面封锁中国科技，使中国陷入“科技孤岛”的境地


2.3  新形势为海外人才引进带来了新的机会窗口

近年来美国掀起的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化发展带来严重冲击，中国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施行全面封锁，这种恶意挑衅和制裁行为已严重影响了国际自由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特别是华裔和与中国存在联系的科学家被区别对待，他们正常合规的科研计划受到限制，自由的科研环境受到破坏。美国“政治正确”和疫情之下种族主义的蔓延使得华人人才对“排华”社会氛围的感受更加明显，在美国的华人企业外流和美国国内驱逐人才的趋势显现，海外亚裔人才的回流趋势加强。

面对2019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中国通过巨大的付出和努力成为世界上应对疫情冲击表现最为优异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避免新冠病毒危害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和成果让世界看到中国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对公民安全的负责，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对国外人才的吸引力，显著表现之一就是出国深造的留学生回国意愿大大增强。

美国对华科技战略转变为遏制型战略也从侧面证实中国科技水平的显著提升，中美科技竞争和新冠疫情是危也是机，后疫情时期海外人才引进的新的机会窗口将会逐渐显现，中国要抓住机会提前制定相应措施，实现人才引进效用最大化。

3  新形势下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中美科技竞争的新形势叠加新冠疫情的后期影响，中国在海外人才引进上面临诸多问题及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高层次人才的竞争更趋激烈，世界各国多种举措“狩猎”全球精英人才。2017年6月法国启动“高科技签证”，进一步扩展和延伸了杰出人才的护照和快速签证申请程序；2019年3月该签证的申请条件进一步放宽。2018年12月英国最新移民白皮书取消了高技术移民的名额限制。2019年5月美国政府发布了移民改革方案，该方案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高技术移民配额大幅度增加。2020年2月英国政府启动“高科技人才签证”，申请程序从快从简、数量不设上限。不难看出，近年来各国采用不同措施目标直指全球精英人才，更加聚焦于高层次人才的争夺。

（2）短期内中国在美国的高层次人才回流受到压制。中美贸易摩擦出现以来，美国对科技人才跨国服务提出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中国人才招募计划进行针对性的打压破坏，采取一系列人才封锁措施在短期内压制了华裔高层次人才的回流。新冠疫情以来，中美采取截然不同的防疫措施，两国境内疫情情况的截然不同使得海外人才的引进更加复杂化，进一步压制了华裔高层次人才的回流。

（3）半开放性的国际人才市场与计划体制的国内人才市场难以对称、平等对接。国内用人单位对国际人才的信息掌握程度有限，导致供需信息不均衡，提高了海外引才的成本与风险，降低了用人单位的引才积极性；中国的国际人才市场基本被国际猎头公司瓜分，本土猎头公司难以开展国际业务，国际化进程受阻；国内各类海外引智工程和人才计划的人才定价混乱，扰乱了国际人才市场定价机制运行。

（4）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政府主导色彩鲜明，市场的主体作用发挥有限，传统引智模式难以适应国际人才流动的新形势。中国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和工程多为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实施，更多地凸显了国家意志，这也是西方国家打压中国人才引进所针对的核心所；另外，用人单位获得海外人才信息渠道狭窄，难以寻求自身急需的专业人才、领军人才，更多依赖政府部门，并且政府对企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主体需求激励不足，导致企业缺乏引才、用才意识。随着留学人才回流和外籍人才来华规模的扩大，国际人才的领先性和稀缺性逐渐降低，国际人才工作重心由引进向管理转变，过往多基于需求来进行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在中美科技竞争新形势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理念受到严重冲击。

4  新形势下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对策及建议

4.1  把握人才流动契机，顺应人才共享新形态

把握后疫情时代人才流动契机，重塑中国人才国际流动格局。美欧等国家是中国留学生主要留学意向国，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合作对象，在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科技竞争的新形势下，美国及其部分跟随国家对外政策的“去中国化”将会大大提高中国留学生的留学风险，也会显著削弱美国高等教育开放政策和移民政策在人才引进上的作用。当前，人才国际流动呈现出过程可逆、短期流动性加强等特点，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均高度国际化，人才共享成为趋势，美国等少数国家不友好的对外政策是对人才共享趋势的对抗，因此，中国要做好引才工作，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好新局。中国要进一步改革开放，让全球科技走进来也要让中国科技走出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可有效提升中国市场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企业入驻中国市场不仅会带来人才与技术的流动，也会倒逼中国在企业和人才管理上更加国际化；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竞争，扩展同美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合作渠道，扩大科技合作“朋友圈”，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和投资，鼓励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以创新链形式走出去，在全球产业链上布局创新链成果，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与产品议价能力。

4.2  加强战略互信，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人文交流领域的战略互信是人才国际流动的政治基础。历史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对科研和教育机构的干预程度较低，但特朗普政府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借反华宣传将执法资源集中于科教领域，严重干预了科学界的自由与公平，而美国的反华社会动员策略也使得科学界的反对声音难以引起社会广泛响应，科学界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极大削弱。对科教领域限制措施的实施增强了固有社会偏见和政治高压态势，将人文交流安全化、政治化，这种做法一旦被更多国家效仿，将会极大地伤害中国与合作对象国的战略互信，导致人才交流的风险与威胁被夸大，进而忽视人才交流的“双赢”现实。中国可启动中与美国等国家在社会和人文交流方面的高层对话机制，通过机制化渠道与美国等国家进行人文领域交流，对双方关切问题进行解释澄清（如签证、科技合作等方面的政策），双方协商采取可能的措施对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加强人文交流领域的战略互信，推动中国与美国等国家在人文交流方面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海外人才引进的综合立法可有效保障人才合法权益。美国采取立法手段、司法手段阻碍中美之间正常的科技和人才流动，以期对华实现人才封锁、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对高层次人才回流中国形成短期压制，对此，中国要“以法破法”，加快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法律制度建设。借鉴推广广东人才立法成功经验，重点围绕外籍人才子女接受国民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对接和出入境与永久居留等领域，对《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管理办法》进一步修订，建立国际人才市场管理、人才安全、人才激励和评价为一体的中国国际人才政策法律体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保障国际人才合理合法合规流动。

4.3  建设人才大数据平台，创新人才管理模式

着力建设海外人才数据平台，做到网联全球人才，为海外人才引进提供技术支撑。首先，建立国际化的高端人才智库，以智库为平台定期举办高层次人才论坛，了解国内外高端人才发展的趋势和新特点，掌握高端人才的空间分布和专业结构，为人才引进、人才问题研究、人才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其次，借鉴新兴经济体，如印度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引进海外人才的成功经验，建设中国国际化社交网络平台，实现海内外人才资源互通，赢取国际人才竞争主动权。最后，以智库平台、国际化社交网络平台等为基础建设海外人才数据库，解决中国人才市场与国际人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供需信息均衡；对数据库中的人才信息按照行业、领域、能力水平进行分层分类，根据权限和需求为高校、企业和政府提供对应的国际人才信息支撑。此外，培育中国本土的国际猎头，发挥国际人才资源的市场配置功能。美国人才引进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其拥有发达的国际猎头公司。专业的猎头公司可以有效减少人才搜寻成本、节约人才寻找时间，并且发达的国际猎头公司能够促进中国人才市场与国际人才市场定价与交易规则的对接，在供需信息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国际人才市场的人力资本定价作用。

4.4  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推进多元化引才模式

建立用人单位主体机制，实现用人单位自主引进、自主投入、自主管理，实现人才引进以用人单位为主、政府为辅，减少政府在人才引进工作中的职能越位现象。利用企业灵活机动、不受过多限制的优势，鼓励国内企业基于自身需求和产业特点，通过设立实验室等方式积极进入国际市场去“抢技术、抢专利”，以产业链发展带动人才链完善，用人才链完善再促进创新链建设，实现“嫁接”到“移植”的转变，达到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国家产业升级和中国创新人才质量提高的目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定期将引进人才情况进行打包上报国家相关部门，通过专家评审方式对人才质量进行划分并由国家对用人单位给予一次性政府补贴，对作出重大创新的人才给予重大奖励。

有效拓展引才渠道，推进多元化引才模式。首先，以大项目大工程为着力点，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企业可通过大项目大工程招募国际专业人才或者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吸引全球人才，而国家有关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选择每年建立一批对外专项，吸引国外顶级科学家参与，在大项目大工程持续合作的基础上达到引智的目的。其次，加强博士后国际化机制。博士后制度具有灵活性和自由度，手续简单、投资多元、渠道多样，能够有效实现人力资本增值，也是高层次人才交流的重要途径。第三，以自贸区为平台设立真正的人才特区，开辟引才“绿色通道”。要给予人才特区在人才引进、管理等方面更加宽松的试验权，允许对现有政策体制有合理突破，国际人才可持“中国高科技签证”顺利快捷进入中国，并扎根于中国进行科技创新工作。第四，充分发挥科技组织的平台作用。海外华人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数量繁多、种类丰富的科技组织，因为同源同祖，这些社团组织与国内科技组织及相关机构有着密切联系，在国内人才政策对外推广介绍上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海外学子回流。

5  结论

中美之间人才及技术交流已经由竞争与合作同步前进的局势明显向纯竞争方向倾斜，本研究通过梳理海外人才引进相关研究，发现研究结果与现有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并不契合。面对愈加恶劣的国际人才竞争局面，本研究详细分析了中美科技竞合关系的变动及趋势，并对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战术和策略进行了研究，最后针对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面临的人才回流受到压制、国内外人才市场不匹配和市场主体作用发挥有限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抓住后疫情时期海外人才引进新的机会窗口，秉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态度，进一步聚集人才、获取人才。
虽然本研究面对国际人才引进的现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策略，但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多变，需要建立起动态的国际交流机制，从国际上抢夺人才，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以后人才引进研究的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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